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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章基于 ２０００～２０１３ 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海关进出口统计数据库以及联合国大

会投票数据， 利用生存分析模型考察了双边政治关系对企业 － ＨＳ８ 位数产品 － 目的国出口持续时

间的影响。 研究表明： （１） 双边政治关系改善有助于降低企业出口风险， 延长企业出口持续时

间； （２） 进一步分析发现， 双边政治关系通过降低双边贸易成本进而延长企业出口产品持续时

间； （３） 双边政治关系对企业出口产品持续时间的影响因产品类型、 企业所有权、 企业贸易方

式、 是否为 “一带一路” 共建国以及目的国政治风险高低而异。 研究论证了双边政治关系改善的

经济合理性， 评估了其对企业 － ＨＳ８ 位数产品 － 目的国出口持续时间的实际影响， 能够为中国的

外交政策提供一定的实证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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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由于全球经济一体化的盛行， 霸权主义国家致力于遏制他国崛起、 贸易保护主

义抬头， 国家利益冲突和分配争夺激烈， 国际格局发生根本变化。 过去， 国家之间

的经济交往一般只取决于是否有利可图。 全球化时代使得国家间经济实力较量加深，
各国趋于将经济意图贯穿到外交活动和政治交流中 （张建红、 姜建刚， ２０１２）， 政

治关系逐渐服务于国家总体经济利益， 成为一国寻求效用最大化的重要手段。 同时，
双边政治关系不仅仅只作用于政治层面， 还会影响两国在政治、 经济、 文化等方面

的合作。 国家间政治关系对贸易的影响越来越大。 然而， 传统贸易理论通常认为，
只要两国间存在要素禀赋和生产率差异， 两国的贸易联系就会一直持续下去。 但实

际上， 国家间贸易出现多次中断甚至中止的情况是非常常见的①。 由于一国的要素

禀赋和生产率在一定时间内相对稳定， 因此国家之间的贸易中断或中止很难用现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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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贸易理论来解释。 在全球贸易由经济逻辑转向政治逻辑的今天， 重视双边政治关

系对国家间贸易联系持续性的影响， 显得十分必要和具有现实意义。
本文主要基于 ２０００～２０１３ 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 中国海关进出口统计数据库

以及联合国大会投票数据的匹配数据， 利用生存分析法 Ｃｌｏｇｌｏｇ 离散时间模型， 研究

双边政治关系对企业出口持续时间的影响。 研究发现， 双边政治关系改善有助于降

低企业 － ＨＳ８ 位数产品 －目的国出口风险， 延长出口持续时间， 并考察了其作用渠

道为双边贸易成本。 这些结果有助于深化我们对企业出口持续时间决定因素、 双边

政治关系影响企业出口持续时间机制的认识。
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 在研究视角上， 本文的研究有助

于深化双边政治关系对企业贸易动态影响的认识。 目前已有文献考察了产品差异、
市场潜能、 对外直接投资溢出等因素对企业出口持续时间的影响 （杜运苏、 杨玲，
２０１３； Ｆｕｇａｚｚａ ＆ ＭｃＬａｒｅｎ， ２０１４）， 也已有文献考察双边政治关系对出口可能性和出

口额的影响， 但尚未有文献就双边政治关系对企业出口持续时间的影响进行研究。
第二， 本文从企业层面丰富了双边政治关系对贸易影响的认识。 现有研究企业出口

持续时间的文献多基于产品层面或企业 － 产品层面 （邓路， ２０１８； 罗胜强、 鲍晓

华， ２０１８）， 本文基于企业 － ＨＳ８ 位数产品 －目的国层面研究双边政治关系对企业出

口持续时间的影响， 研究层次更细致， 更有助于分析双边政治关系对不同所有权类

型、 出口不同类型产品的企业出口持续时间的影响。
文章剩余内容的结构安排如下： 第二部分是文献综述； 第三部分是理论机制与

假说； 第四部分是数据处理和统计描述； 第五部分是计量模型； 第六部分是实证结

果， 包括基准回归、 稳健性检验、 异质性检验以及内生性问题处理； 第七部分是机

制分析； 第八部分是结论。

二、 文献回顾

第一类文献考察双边政治关系对出口增长的影响及其作用渠道。 首先， 许多学

者在国家层面、 使用不同的双边政治关系测度方法研究发现， 良好的双边政治关系

有助于双边贸易量的增长。 Ｍｉｔｃｈｅｎｅｒ ＆ Ｗｅｉｄｅｎｍｉｅｒ （２００８） 以是否同属于同一帝国

衡量双边政治关系； 王珏 等 （２０１９） 采用联合国投票数据； 杨攻研、 刘洪钟 （２０１５）
采用中国与大国关系数据库， 都印证了良好的双边政治关系有助于提高双边贸易量

的增长。
其次， 学者们还发现双边政治关系改善带来的其他出口贸易效应。 谢建国

（２００６） 发现双边政治关系改善将有助于美国对华贸易反倾销指控的下降。 孙俊成、
程凯 （２０２０） 发现双边政治关系改善能有效提升出口产品质量。 刘敏 等 （２０２０）
研究发现双边政治关系改善能够显著提高企业并购成功率。

再次， 部分学者考察了政治因素影响贸易的作用渠道。 一是， 双边政治关系通

过影响企业所面临的不确定性和风险进而影响贸易。 Ａｔｈａｎａｓｓｉｏｕ ＆ Ｋｏｌｌｉａｓ （２００２）
认为紧张的贸易关系带来不确定性， 影响企业签订贸易合同， 进而导致贸易量的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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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 Ｋｅｏｈａｎｅ （２００５） 研究发现双边政治关系改善有助于降低企业交易的不确定性，
进而促进两国之间的贸易； Ｌｏｎｇ ＆ Ｌｅｅｄｓ （２００６） 发现双边政治关系改善会通过降

低外部安全环境的不确定性， 降低企业贸易的投机行为。 二是， 双边政治关系通过

影响贸易成本进而影响贸易。 Ｐｏｌｌｉｎｓ （１９８９） 认为双边政治关系恶化会导致双边贸

易成本上升， 并将政治关系视为冰山成本的一部分； Ｋｅｏｈａｎｅ （２００５） 研究发现双

边政治关系改善有助于降低企业的交易成本， 从而促进两国之间的贸易； Ｂöｈｍｅｌｔ
（２０１０） 研究发现在企业的贸易中， 寻找新的贸易市场带来的损失远高于维持原有

贸易市场的成本， 若发生政治冲突可能会导致企业去寻找新的市场而产生更大的贸

易成本， 进而影响企业的贸易。 三是， 双边政治关系通过影响人们对一国商品的消

费心理或者情绪进而影响一国的贸易。 Ｄｉｓｄｉｅｒ ＆ Ｍａｙｅｒ （２００７） 研究发现具有亲和

力的国家有改变消费者偏好的潜能， 进而改变消费者的需求来创造双边贸易流量；
Ｐａｎｄｙａ ＆ Ｖｅｎｋａｔｅｓａｎ （２０１６） 基于美国的超市样本， 分析 ２００３ 年伊拉克战争所导致

的美法僵局关系对美国消费者关于法国商品消费行为的变化， 研究发现美国消费者

由于仇视心理情绪而抵制法国商品， 大大减少了对法国商品的购买。
第二类文献考察出口贸易持续时间的影响因素。 Ｂｅｓｅｄｅš ＆ Ｐｒｕｓａ （２００６） 开创

性地利用美国进口贸易数据， 基于连续时间的 Ｃｏｘ 模型进行实证研究， 发现美国与其

他国家的进口持续时间非常短暂， 且研究得出了初始额与产品的差异化对贸易持续时

间有着显著影响的结论。 后续研究进一步考察贸易持续时间的影响因素。 国外学者

Ｈｅｓｓ ＆ Ｐｅｒｓｓｏｎ （２０１１）、 Ｅｓｔｅｖｅ －Ｐéｒｅｚ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３）、 Ｆｕｇａｚｚａ ＆ Ｍｏｌｉｎａ （２０１６）， 国

内学者邵军 （２０１１）； 陈勇兵、 李燕 （２０１２）； 杜运苏、 杨玲 （２０１３）； 逯宇铎 等

（２０１５）； 刘洪铎、 陈晓珊 （２０１８）； 马佳羽、 韩兆洲 （２０１８）； 魏昀妍、 程文先

（２０２１） 等基于产品或企业层面的进出口贸易数据， 综合考察了产品特征、 企业特

征以及国家特征等因素对贸易持续时间的影响。
许多学者基于国家层面特征对企业出口持续时间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 一是产

品层面的研究。 邓路 （２０１８） 实证检验了贸易伙伴国对中国的形象评价对中国产品

的出口持续时间有促进作用。 李星晨、 刘宏曼 （２０２０） 研究发现双边关系改善对中

国出口贸易关系平稳发展具有显著促进作用。 二是企业 －产品层面的研究。 罗胜强、
鲍晓华 （２０１８） 实证检验了反倾销会导致企业退出市场危险率增加。 三是企业 － 目

的国层面的研究。 谭智 等 （２０１４） 发现目的国制度环境越好越有利于企业出口生

存。 四是企业 －产品 －目的国层面的研究。 Ｅｓｔｅｖｅ －Ｐéｒｅｚ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３） 发现目的国

异质性———国家 （政治） 风险、 合作伙伴 ＧＤＰ、 邻近性、 信息溢出等对企业出口持

续时间有限制作用。 魏自儒、 李子奈 （２０１３） 发现先锋企业在早期的生存持续时间

较长。 杨连星 等 （２０１６） 研究发现文化产品出口品质有助于稳定文化贸易联系持续

时间， 而出口价格抑制了贸易联系持续期。 沈立君、 侯文涤 （２０１７） 发现反倾销显

著降低了中国企业出口持续时间。 刘慧、 綦建红 （２０１７） 实证检验了 “邻居” 可以

通过信息溢出降低企业对新出口的不确定性， 改善其出口生存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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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上述文献可知， 许多学者已经从国家、 企业或产品层面就双边政治关系对

出口贸易量的影响进行考察， 也有极少文献考察了双边政治关系对产品出口持续时

间的影响， 但很少学者从企业 －产品 － 目的国层面将双边政治关系与企业出口持续

时间结合起来进行研究。 因此， 本文以国家间双边政治关系作为研究对象， 以联合

国大会投票数据作为双边政治关系的代理变量， 运用生存分析方法， 针对双边政治

关系是否对企业 －ＨＳ８ 位数产品 －目的国出口持续时间产生影响进行分析。

三、 理论机制与假说

国际政治关系是国际社会中各国之间政治力量相互联系、 相互作用而形成的一

种竞争、 合作、 冲突等结构态势， 必然对国家之间的经济往来产生影响。
本文认为， 双边政治关系改善有助于降低企业 － 产品 － 目的国出口风险， 延长

出口持续时间。 主要原因在于， 第一， 国家间的政治关系会影响企业在国际市场生

产经营的外部环境， 如关税政策不确定性等。 良好的双边政治关系能有效降低外部

环境的不确定性， 降低企业外部经营风险 （Ｌｏｎｇ ＆ Ｌｅｅｄｓ， ２００６）， 从而降低企业为

应对贸易和经营风险而支付的保险费用， 进而提升企业投资行为的可能性。 第二，
由于国内外企业与投资者间存在着一定的信息不对称问题。 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
信息的传导时效性越来越高， 导致信息 “轰炸” 无时无刻不在， 而经济活动参与者

越来越多并且各方利益关系错综复杂， 导致交易双方为获取对方信息需要付出更多

的交易费用。 而良好的双边政治关系可以提高经济代理商之间的透明度， 从而降低

信息不对称程度， 一定程度上能够帮助投资企业获取经营许可， 以尽快适应东道国

政治经济环境 （王智新、 黄瑞玲， ２０２０）。 第三， 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 综合国力

得到迅速提升， 伴随着越来越大的国际政治影响力， 因此中国逐渐倾向于利用自身

国际政治影响力以进行经济外交。 良好的双边政治关系能够使东道国加强对中国出

口企业的信任， 使东道国消费者对 “国家认同” 的力量转化为对中国企业的认可，
从而降低中国企业在东道国的营销成本， 创造和激发东道国消费者对中国企业制造

的产品的需求， 进而创造双边贸易流量 （Ｄｉｓｄｉｅｒ ＆ Ｍａｙｅｒ， ２００７； Ｐａｎｄｙａ ＆ Ｖｅｎｋａｔｅ⁃
ｓａｎ， ２０１６）。

基于以上分析， 本文提出如下假说。
假说 １： 双边政治关系改善有助于延长企业 －产品 －目的国出口持续时间。
上述机制都可以从双边政治关系降低双边贸易成本这一机制来进行总结。 双边

政治关系降低中国企业与东道国企业贸易的风险， 可以降低企业为进行贸易而支付

的保险费， 而这最终可被纳入到双边贸易成本之中。 双边政治关系降低中国企业与

东道国企业贸易的信息不确定性， 可直接降低双边贸易成本。 双边政治关系通过增

进东道国消费者对中国企业及其出口产品的信任， 亦可降低中国企业的营销成本。
事实上， 双边政治关系是国与国间存在的实质性的安排， 同时也是两国建立友好关

系的体现 （Ｊöｎｓｓｏｎ， ２００２）。 贸易成本理论将贸易成本定义为商品在销售过程中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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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所有成本 （生产成本除外）， 其中包括关税、 政策壁垒、 运输成本、 合同执行

成本等 （Ａｎｄｅｒｓｏｎ ＆ Ｖａｎ Ｗｉｎｃｏｏｐ， ２００４）。 一方面， 两国政治关系恶化时， 两国企

业进行商品贸易的壁垒就会提高 （Ｍａｒｔｉｎ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８）， 原因在于当双边政治关系

恶化后， 就会在一定程度上对运输、 市场运转造成阻碍， 使得交易的成本或合同的

风险提高， 从而对企业出口持续时间产生负向作用。 而良好的双边政治关系有助于

国与国之间的互联互通， 提高双方的信任度， 能够通过多种方式降低双边贸易成本，
包括运输路线缩短与运输保险费降低带来的运输成本的下降、 关税与非关税等贸易

壁垒削减带来的企业成本的下降、 政策法规透明化带来的风险降低以及双边了解程

度加深带来的合同执行成本的下降等， 进而延长企业出口持续时间。 另一方面， 当

双方国发生政治冲突时， 双边将彼此采取更为严格的贸易管制、 高税收、 严苛的市

场准入条件等政策壁垒来限制对方国家的企业在本国的经营， 从而增加了双边贸易

发展的显性壁垒与隐性壁垒， 造成信息交流缓慢， 进而导致对方国家的出口企业面

临更大出口风险 （Ｋｅｓｈｋ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４）。 而良好的双边政治关系能提高双方政治互

信度、 促进彼此之间达成共识 （Ｌｉ ＆ Ｖａｓｈｃｈｉｌｋｏ， ２０１０）， 政治互信能够帮助一国企

业以国家力量为背书， 从国家制度层面解决严格的贸易管制、 高税收、 严苛的市场

准入条件等问题。 同时， 理性选择主义也认为， 良好的双边政治关系作为国家间的

制度安排有利于降低合法交易成本与不确定性风险， 为企业的国际经营提供保护力量。
基于以上分析， 本文提出如下假说。
假说 ２： 双边政治关系通过降低双边贸易成本， 提高企业的抗风险能力， 从而

延长企业 －产品 －目的国出口持续时间。

四、 数据处理与描述统计

（一） 数据来源及处理

本研究主要使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 中国海关进出口统计数据库、 联合国大

会投票数据库、 国际国别风险评级指南、 亚太经社会 －世界银行贸易成本数据库等。
基于 ２０００～２０１３ 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海关进出口统计数据库， 本文可

以考察双边政治关系对企业 －产品 － 目的国出口持续时间的影响。 为此， 我们根据

企业名称、 法人、 电话、 邮编信息， 逐年对两个数据库作了匹配， 最终得到 ２０００～
２０１３ 年共 １７６８１０４０ 条观测数据， 覆盖 ２４５ 个国家和地区、 ９８６０ 种 ＨＳ８ 位数产品和

６０９８ 种 ＨＳ６ 位数产品。
本文将企业 －产品 －国家的出口持续时间定义为一国的企业从开始向另一国市

场出口某种商品直至出口中止所经历的时间。 若企业在样本观测期内因某种原因停

止对外国市场出口该商品， 则将此定义为失败事件 （ ｆａｉｌｕｒｅｓ）。 关于生存数据， 本

文还做了如下处理： （１） 左删截问题。 本文是以 ２０００～２０１３ 年的数据作为研究对象，
但在 ２０００ 年前企业 －产品 － 目的国出口持续时间多长并不知道， 即存在左删截问

题。 解决方法是选择 ２００１ 年新进入出口市场的企业 － 产品 － 目的国数据进行分析。
（２） 观测期内多个持续期问题。 若企业 － 产品 － 目的国在观测期内有不止一次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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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出出口市场的行为， 则会导致生存估计偏差。 参考 Ｂｅｓｅｄｅš ＆ Ｐｒｕｓａ （２００６） 的做

法， 本文将企业 －产品 －目的国每一次进入退出市场的行为视为相互独立的贸易持

续时间段来进行分析。 （３） 右删截问题。 若在本文的研究期间， 企业 － 产品 － 目的

国持续出口到观测期结束仍在进行贸易， 现有生存分析方法已经能对该问题有很好

的解决。
（二） 中国制造业企业 －产品 －目的国出口生存的基本情况

如表 １ 所示， 在 ２０００～２０１３ 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海关数据库的匹配数

据中， 有一段、 两段、 三段与四段出口持续时间的企业占比分别为 ５１． １８％ 、
２２． ９３％ 、 １２． ８８％ 、 ７． ２５％ ， 而超过四段的企业占比只有 ５． ７６％ 。

表 １： 企业贸易关系段统计

贸易关系个数 观测值 百分比（％ ） 累积百分比（％ ）

１ ４３９００３３ ５１． １８ ５１． １８

２ １９６６９３４ ２２． ９３ ７４． １１

３ １１０４８０１ １２． ８８ ８６． ９９

４ ６２２１７２ ７． ２５ ９４． ２４

５ ３１９５２５ ３． ７３ ９７． ９７

６ １２７０９８ １． ４８ ９９． ４５

７ ３７３４５ ０． ４４ ９９． ８９

８ ８２３２ ０． １０ ９９． ９８

９ １４４９ ０． ０２ １００． ００

１０ １５０ ０． ００ １００． ００

１１ １１ ０． ００ １００． ００

总计 ８５７７７５０ １００． ００ １００． ００

数据来源： 作者根据 ２０００～２０１３ 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与中国海关进出口统计数据库匹配生成的出口生存数据

得到 （下同）。

本文将贸易关系分为所有贸易关系、 第一段贸易关系和只有一段贸易关系的出

口持续时间长度进行对比， 如表 ２ 所示。 表 ２ 的第 １～２ 列为所有贸易关系的出口持

续时间分布， 可以看出， ７５． ４０％的企业 － ＨＳ８ 位数产品 －目的国出口生存时间只有

一年， １６． １３％的出口时间只有 ２ 年， ５． １０％的出口生存时间为 ３ 年， 而出口生存时

间超过 ３ 年的样本仅有 ３． ３７％ 。 表 ２ 的第 ３～４ 列为第一段贸易关系的出口持续时间

分布， 可以看出， ７７． １９％ 的企业 － ＨＳ８ 位数产品 － 目的国的出口生存时间只有 １
年， １４． ７０％的出口生存时间只有 ２ 年， ４． ７３％的出口生存时间只有 ３ 年， 而出口生

存时间超过 ３ 年的占比非常少， 为 ３． ３８％ 。 表 ２ 的第 ５～６ 列为只有一段贸易关系的

出口持续时间分布， 可以看出， ８０． ９０％的企业 － ＨＳ８ 位数产品 －目的国出口生存时

间仅有 １ 年， １３． ５５％的出口生存时间只有 ２ 年， ３． ６１％的出口生存时间仅有 ３ 年，
而出口生存超过 ３ 年的只有 １． ９４％ 。 这些数据都说明， 中国企业对特定目的国的出

口持续时间很短， 且大多贸易关系具有多个时间段， 这与国内外现有关于贸易持续

时间的研究结论基本一致 （Ｂｅｓｅｄｅš ＆ Ｐｒｕｓａ， ２０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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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所有贸易关系、 第一段贸易关系、 只有一段贸易关系样本的出口持续时间长度

所有贸易关系 第一段贸易关系 只有一段贸易关系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贸易时间长度（年） 观测值 百分比 观测值 百分比 观测值 百分比

１ ６，４６７，５５２ ７５． ４０ ４，６２２，６１０ ７７． １９ ３，５５１，５５１ ８０． ９０

２ １，３８３，５２８ １６． １３ ８８０，３１５ １４． ７０ ５９４，８４２ １３． ５５

３ ４３７，６２８ ５． １０ ２８３，４０８ ４． ７３ １５８，６７４ ３． ６１

４ １５８，２９１ １． ８５ １０４，６４１ １． ７５ ４８，７５９ １． １１

５ ６７，８９７ ０． ７９ ５０，５９５ ０． ８４ ２０，１６１ ０． ４６

６ ３４，７４７ ０． ４１ ２５，８０４ ０． ４３ ８，８８２ ０． ２０

７ １５，８４４ ０． １８ １１，９６７ ０． ２０ ４，１９１ ０． １０

８ ６，４６５ ０． ０８ ５，１１４ ０． ０９ １，６３１ ０． ０４

９ ２，８９２ ０． ０３ ２，２５２ ０． ０４ ７１２ ０． ０２

１０ １，７０５ ０． ０２ １，２９８ ０． ０２ ３８７ ０． ０１

１１ ６４４ ０． ０１ ４９０ ０． ０１ １４２ ０． ００

１２ ３５６ ０． ００ ２８９ ０． ００ ７６ ０． ００

１３ ２０１ ０． ００ １５６ ０． ００ ２５ ０． ００

总观测值 ／ 比重 ８５７７７５０ １００． ００ ５９８８９３９ １００． ００ ４３９００３３ １００． ００

（三） 企业出口生存时间的估计

生存分析方法通常采用生存率以及危险率来描述企业出口持续时间的特征。 所

谓的生存率也叫生存函数， 是指观测个体持续时间或生存时间超过特定时间 ｔ （样本

观测期） 的概率， 通常用于表示一些基于时间的系统失败或死亡概率， 记为 Ｓ（ ｔ）
（０ £ Ｓ（ ｔ） £ １）， 即

Ｓｉ（ ｔ） ＝ Ｐｒ［ ｔｉ ＞ ｔ］ ＝ １ － Ｐｒ［ ｔｉ £ ｔ］ ＝ １ － Ｆ（ ｔ）
其中 ｔｉ 表示特定贸易关系持续时间段在某一国外市场上的生存时间。 由 Ｋａｐｌａｎ

－Ｍｅｉｅｒ 乘积限估计式给出的生存函数的非参数估计表示为：

Ｓ
�
（ ｔ） ＝ ∏

ｔ

ｋ ＝ １

ｎｋ － ｄｋ

ｎｋ

危险率或危险函数， 定义为一个个体在某一时点上死亡的风险， 也即一个个体

恰好在某一时点上死亡 （一种状态向另一种状态转换） 的条件概率 （即风险）， 记

为 ｈ（ ｔ）， 可写为：

ｈｉ（ ｔ） ＝ Ｐｒ（ ｔ － １ ＜ ｔｉ £ ｔ ｜ ｔｉ ＞ ｔ － １） ＝
Ｐｒ（ ｔ － １ ＜ ｔｉ £ ｔ）
Ｐｒ（ ｔｉ ＞ ｔ － １）

由 Ｋａｐｌａｎ －Ｍｅｉｅｒ 乘积限估计式给出的风险函数的非参数估计表示为：

ｈ
�
（ ｔ） ＝

ｄｋ

ｎｋ

其中 ｎｋ 表示 ｋ 时期处于危险状态的企业 －产品 －目的国时间段的个数， ｄｋ 表示

同期观测到的失败对象的个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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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Ｋａｐｌａｎ －Ｍｅｉｅｒ 乘积限估计式， 本文分别做了总体估计、 分企业所有权估

计、 分产品类型估计与分国家政治距离估计。
１． 总体估计。
表 ３ 给出了所有贸易关系的第一个持续时间段、 只有一个贸易持续时间段以及

全样本的生存函数估计， 三者的估计结果基本一致。 显然， 全样本平均出口持续期

最长， 而单个出口持续时间段的出口生存时间最短， 这一结论与陈勇兵 等 （２０１２）
以及赵瑞丽 等 （２０１６） 的研究结果一致。 如图 １ 为更直观的 Ｋａｐｌａｎ －Ｍｅｉｅｒ （ＫＭ）
生存函数的生存曲线图及危险率曲线图， 可以看出生存曲线呈下降趋势， 随着时间

的增长， 逐渐趋于稳定。 这表明在样本观测期间企业出口一开始面临着较高的风险

率， 随着时间的增长， 之后迅速下降， 即贸易关系在企业出口初期面临失败的概率

更高， 出口持续时间呈负时间依赖性。 图 ２ 是不同贸易关系段的 ＫＭ 生存函数估计

图， 可以发现无论是第一个贸易时间段、 只有一个贸易时间段还是全样本， 均表明

企业在最初 １～２ 年的生存率相对较高， 随之下降， 并逐渐趋于稳定。

表 ３： 中国企业出口函数的估计： 总体估计

生存时间

均值 中位数
贸易时间长度 失败次数 观测数

第一个贸易时间段 １． ４６７ １ ８，２２８，７４５ ５，７３６，０８３ ５，９８８，９３９

只有一个贸易时间段 １． ３８９ １ ５，６２１，８５２ ４，１７２，４３１ ４，３９０，０３３

全样本 １． ５３７ １ １１，９４８，２９８ ８，０５６，１３９ ８，５７７，７５０

２． 按企业所有权估计。
表 ４ 体现的是不同所有权企业 － ＨＳ８ 位数产品 － 目的国的出口持续时间， 将企

业分为国有企业、 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 可以发现， 外资企业的平均生存时间最长，
私营企业居中， 国有企业最短， 该结果和赵瑞丽 等 （２０１６）、 逯宇铎 等 （２０１５） 以

及陈勇兵 等 （２０１２） 的研究结论一致。 与国有企业相比， 由于私营企业没有太多的

国家政策扶持， 同时没有外资企业的经营经验丰富， 其经营规模小、 经营方式较为

灵活、 更注重经营效益与积累出口经验， 因而当双边政治关系恶化时， 它不如外资

企业那般快速恢复在出口市场的经营， 但又比国有企业更积极去解决其面临的问题，
因而私营企业的平均出口生存时间位于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中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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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４： 中国企业生存函数估计： 分企业所有权估计

生存时间

均值 中位数
贸易时间长度 失败次数 观测数

国有企业 １． ４６１ １ ９６４，９９４ ６７１，４１７ ６９４，３３１

私营企业 １． ４９６ １ ４，４４１，５１９ ３，１４１，００８ ３，３８５，５４４

外资企业 １． ５９１ １ ５，８７０，８０５ ３，７９３，１１９ ３，９９７，０２６

３． 不同产品类型估计。
本文根据 Ｒａｕｃｈ （１９９９） 将产品分为差异化产品、 参考价格产品与同质产品来

研究产品差异化程度对贸易持续时间的影响。 研究结果如表 ５ 所示， 差异化产品的

平均生存时间最长， 参考价格产品与同质产品的平均生存时间几乎相等。 这可能的

原因是， 与参考价格产品以及同质产品相比， 差异化产品的差异程度高， 并且具有

垄断定价能力， 因而在市场上更具竞争优势。 当双边政治关系改善时， 由于其垄断

定价与竞争优势的特性， 销售差异化产品的企业利润更高， 因而这类企业会增加其

利润留存和再投入， 抗风险能力更强， 平均出口生存时间更长。

表 ５： 中国企业生存函数估计： 分产品类型估计

生存时间

均值 中位数
贸易时间长度 失败次数 观测数

差异化产品 １． ５４１ １ ９，６５５，５５６ ６，４８９，０２６ ６，８９８，１０８

参考价格产品 １． ４９３ １ １，０５６，４１１ ７２７，８６７ ７６８，８９８

同质产品 １． ４７２ １ ４３，６２５ ３０，１５８ ３１，３９２

４． 按政治关系距离估计。
本文按照伙伴国与中国的政治关系的好坏对企业 － 产品 － 目的国出口持续时间

作了估计。 由于国家之间政治关系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 因此对数据进行如下处理：
首先对双边政治关系关于有可能导致国家建立和改善政治关系的因素进行回归②，
得到残差。 然后对残差值取平均值， 将伙伴国残差值小于等于平均值的国家设定为

政治关系好的国家， 否则为政治关系差的国家， 估计结果如表 ６ 所示。 可以看到，
两者的中位生存时间都是 １ 年， 平均生存时间分别为１． ５３１年和 １． ５２７ 年。 也就是

说， 国家之间的政治距离越近， 越有利于降低企业 － ＨＳ８ 位数产品 － 目的国出口风

险， 因而出口持续时间越长。 这可能和联合国大会投票的行为有关， 联合国大会决

议中， 其主要议题包括巴勒斯坦议题、 殖民地问题、 人权问题、 发展问题等。 Ｂａｉｌｅｙ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７） 对此测算了理想点距离， 在政治距离更近的国家中， 他们对这些议题

的看法更为一致， 当双边政治关系改善时， 这些国家会通过构建更高层面的信息交

流平台和经贸洽谈会、 境外经贸合作区等措施来降低融资成本、 改善企业生产经营

的外部环境， 提高企业的抗风险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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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６： 中国企业生存函数估计： 按国家政治距离估计

生存时间

均值 中位数
贸易时间长度 失败次数 观测数

政治关系好的国家 １． ５３１ １ ３，７００，７３７ ５，４４８，４３１ ３，９５７，３２７
政治关系差的国家 １． ５２７ １ ４，０９８，１７０ ６，０３３，４８５ ４，３６０，７９９

数据来源： 作者根据 ２０００～２０１３ 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 中国海关进出口统计数据库与联合国大会投票数据匹

配生成的出口生存数据得到。

五、 计量模型

（一） 计量模型设定

本文使用的是企业 － ＨＳ８ 位数产品 － 目的国离散时间的生存数据， 选取离散

Ｃｌｏｇｌｏｇ 模型估计双边政治关系对企业出口生存的影响， 同时使用 Ｃｏｘ 模型、 Ｌｏｇｉｔ 模
型和 Ｐｒｏｂｉｔ 模型对两者的关系进行稳健性检验。 离散 Ｃｌｏｇｌｏｇ 模型可表示为：

ｃｌｏｇｌｏｇ（１ － ｈ（ ｔ，Ｘ ｆｋｄｔ）） ＝ β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ｄｔ ＋ ηＸ ｆｋｄｔ ＋ γｔ ＋ μｆｋｄｔ （１）
其中， ｆ、 ｋ、 ｄ、 ｔ 分别表示企业、 产品、 出口目的国和年份。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ｄｔ代表的是

国家 ｄ 第 ｔ 年与中国的双边政治关系， 是核心解释变量。 由于建交时间对双边政治

关系存在影响， 本文借鉴许政 等 （２０１０）， 在双边政治关系指标中剔除了建交时间、
建交时间与时间的交叉项， 最后用得到的结果作为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 β 为双边

政治关系的估计系数。 Ｘｆｋｄｔ为控制变量的合集， η 为对应的估计系数向量， ｈ（ｔ，Ｘｆｋｄｔ）
为给定控制变量、 企业在第 ｔ 年的风险概率。 γｔ 表示基准风险率， 即当所有解释变

量的值都接近于零时企业在出口贸易市场所面临的风险， γｔ ＝ ｌｏｇ（Ｈｔ － Ｈｔ －１） 代表在

［ ｔ － １，ｔ］ 区间内的基准风险率差异， 它表达了基准风险率如何随时间变化而变化。
μｆｋｄｔ为误差项。

（二） 变量选取与衡量

１． 被解释变量。
被解释变量为 “０” 或者 “１” 的虚拟变量， 它代表贸易关系在第 ｔ 年结束与否，

其中， 若在样本观测期期间贸易关系结束， 则在当期定义为 ｆａｉｌ （ “失败” 事件），
且赋值为 ０； 若在样本观测期期间一组贸易关系是完整的， 则将其最后一年的 ｆａｉｌ赋
值为 １。

２． 解释变量。
本文主要考察双边政治关系对企业出口持续时间的影响。 改变已有大多数研究

使用双边伙伴关系、 冲突、 负面评分或大国关系作为双边政治关系的代理变量 （杨
攻研、 刘洪钟， ２０１５） 的做法， 本文参考 Ｂａｉｌｅｙ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７） 与刘敏 等 （２０２０） 利

用联合国大会投票数据库测算的国家间政治倾向理想点距离来测度双边政治关系，
以避免由事件分析法引起主观评价所带来的认知偏差问题。 联合国大会提供了 ２００３
～２０１３ 的 １１ 届大会中的 ７８９ 次决议， 其中议题涉及核武器和核材料问题、 武器控制

和裁军问题、 殖民地议题、 人权问题、 发展问题等。 Ｂａｉｌｅｙ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７） 测算出各

国之间在政治立场上的理想点， 其中以各国在理想点上的差值来表示两国之间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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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政治倾向距离。 通过研究中国与其他国在联合国大会决议上的投票行为， 可以了

解在国际重大事件或国际大形势上中国与其他国家的看法有多大程度的区别， 进而

可以衡量中国与其他国家政治关系的密切程度， 其中数值越小代表双边政治关系越

近， 数值越大代表双边政治关系越远。
３． 控制变量。
首先， 本文需要控制影响双边政治关系的因素。 参考目前多数研究双边政治关

系的文献， 对以下变量进行控制： （１） 东道国 ＧＤＰ。 孙忆、 孙宇辰 （２０１７） 认为国

家间实力的差距会影响两国建立亲密关系， 因此本文用东道国每年 ＧＤＰ 的对数来衡

量一国的实力并加以控制。 （２） 外国直接投资净流入对数。 外国直接投资净流入

（ＦＤＩ） 可以反映一国经济状况， 一国能吸引越多的外商投资， 说明该国具有市场价

值。 （３） 简单平均关税， 关税有可能会影响双边政治关系。 例如， 美国前总统特朗

普于 ２０１８ 年 ３ 月宣布， 美国将对进口钢铁和铝分别征收 ２５％和 １０％ 的关税， 而加

征关税会对中美政治关系产生影响。 （４） 东道国城镇人口占比， 用来反映一国城市

化进程， 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国的基础设施建设情况。 各国进行对外投资的发

展越来越依赖信息通讯等基础设施， 而由于经济利润逐渐贯穿政治， 因此有可能影

响双边政治关系。 （５） 贸易依存度。 用东道国服务和货物出口占 ＧＤＰ 比值衡量， 孙

忆、 孙宇辰 （２０１７） 指出贸易双方的相互依赖意味着双方处于互惠互损关系下， 尽

管两国已经建立稳定的经济关系， 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两国的政治关系。
其次， 本文需要控制影响企业出口持续时间的因素。 参考目前多数文献的做法，

本文控制了企业出口产品数量、 企业出口目的国总数、 企业出口额对数、 企业全要

素生产率 （陈勇兵 等， ２０１２）、 用企业资产总计对数和企业员工总数对数来衡量的

企业规模 （Ｅｓｔｅｖｅ －ｅｔｒｅｚ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３）、 是否为国有企业 （许和连 等， ２０１９）、 是否

为外资企业、 中国与目的国是否相邻、 中国与目的国距离 （谭智 等， ２０１４； 许和连

等， ２０１９）。
除此以外， 由于国家固定效应和其他变量存在高度共线性， 从而出现无限迭代

问题， 因此本文不予以控制。 本文控制了 ＧＢ ／ Ｔ２ 位数行业、 企业所有权类型、 企业

贸易方式、 是否为 ＯＥＣＤ 国家、 年份的固定效应。

六、 实证结果

（一） 基准回归结果

表 ７ 为基准回归结果。 其中， 第 （１） 列仅加入核心解释变量， 双边政治关系

的系数在 １％水平下显著为正。 第 （２） 列在第 （１） 列的基础上加入 ＧＢ ／ Ｔ２ 位数行

业、 企业所有权类型、 企业贸易方式、 是否为 ＯＣＥＤ 国家以及年份固定效应， 第

（３） 列在第 （２） 列的基础上加入了控制变量， 核心解释变量的系数均在 １％ 水平

下显著为正。 由于双边政治关系值越大代表双边政治关系距离越远， 意味着双边政

治关系改善有助于降低企业 － ＨＳ８ 位数产品 － 目的国出口风险， 从而延长出口持续

时间， 即假说 １ 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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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７： 基准估计结果

（１） （２） （３）

ｆａｉｌ ｆａｉｌ ｆａｉｌ

双边政治关系
０． ９６９７∗∗∗

（２４３． ２２２６）
０． ０５６８∗∗∗

（６． ８６７７）
０． ０４２２∗∗∗

（３． ５５０２）

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０． ０８３８∗∗∗

（２５． ４５２０）

企业员工人数对数
０． ０２８２∗∗∗

（８． ２７６８）

企业资产总计对数
０． ００９４∗∗∗

（１３． １３１８）

企业出口产品总数对数
－ ０． ０３１２∗∗∗

（ － ３４． ３２３２）

企业出口国家总数对数
－ ０． １８５１∗∗∗

（ － ２１２． １３５８）

简单平均关税
０． ００２０∗∗∗

（２１． ０９４８）

企业出口额对数
０． ００４１∗∗∗

（６． ８９２２）

外国直接投资净流入对数
－ ０． ００４７∗∗∗

（ － ７． １０２７）

ＧＤＰ 对数
－ ０． ０８７１∗∗∗

（ － １０１． ０１４６）

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
－ ０． ０００３∗∗∗

（ － ５． ４１２５）

货物和服务出口占 ＧＤＰ 比重
－ ０． ０００２∗∗∗

（ － ６． ５６１８）

是否为国有企业
０． ０６９８∗∗∗

（１４． ７６２２）

是否为外资企业
－ ０． ０５８２∗∗∗

（ － ２８． ８２４０）

两国间首都距离对数
０． ０７５０∗∗∗

（３９． ６２１３）

两国是否相邻
０． ０７０５∗∗∗

（１７． ９０８７）

常数
－ ０． ３０７６∗∗∗

（ － ５５． ９０９２）
２． ２６８２∗∗∗

（４０． ０２６１）
４． ２１６５∗∗∗

（６３． ３７７８）

ＧＢ ／ Ｔ２ 位数行业 否 是 是

企业所有权类型 否 是 是

企业贸易方式 否 是 是

是否为 ＯＣＥＤ 国家 否 是 是

年份 否 是 是

Ｎ ８３８４０４９ ８３５４０８１ ７００１０４２

注： 括号内为 ｔ 统计量，∗、∗∗和∗∗∗分别表示参数在 １０％ 、 ５％和 １％水平下显著 （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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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稳健性检验

表 ８ 分别基于 Ｐｒｏｂｉｔ、 Ｌｏｇｉｔ 和 Ｃｌｏｇｌｏｇ 模型对第一段贸易关系的样本和只有一段贸

易关系样本进行随机效应估计。 双边政治关系系数的符号与基准回归结果一致， 均几

乎在 １％水平下正向显著。 也就是说， 良好的双边政治关系能够显著降低企业 － ＨＳ８
位数产品 －目的国出口风险， 延长出口持续时间。 因此， 基准回归结果是稳健的。

本文使用不同测度双边政治关系的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 回归结果见表 ９。 第

（１） 列使用当年是否建立伙伴关系来衡量双边政治关系， 其为二元虚拟变量， 取值

表 ８： 稳健性检验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第一段贸易关系 只有一段贸易关系

Ｃｌｏｇｌｏｇ Ｐｒｏｂｉｔ Ｌｏｇｉｔ Ｃｌｏｇｌｏｇ Ｐｒｏｂｉｔ Ｌｏｇｉｔ

双边政治关系
０． ０４３１∗∗∗

（３． ４２）
０． ０４４５∗∗∗

（２． ７８）
０． ０５９８∗∗

（１． ９９）
０． ０４６６∗∗∗

（３． ４８５４）
０． ０４６５∗∗∗

（２． ７２５３）
０． ０６５７∗∗

（２． ０４４８）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常数
４． １９１∗∗∗

（６１． ８９）
５． ９５２∗∗∗

（６６． ７６）
１２． ０６∗∗∗

（６６． ６３）
４． １６４８∗∗∗

（６０． ３２５８）
５． ９１９３∗∗∗

（６５． ０７８８）
１１． ９６４８∗∗∗

（６４． ９５４２）
ＧＢ ／ Ｔ２ 位数行业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企业所有权类型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企业贸易方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否为 ＯＥＣＤ 国家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Ｎ ６０８９８７２ ６０８９５３４ ６０８９５３４ ５２９７１７０ ５２９７１７０ ５２９７１７０

表 ９： 替换核心解释变量测度方式的稳健性检验

（１） （２） （３）

ｆａｉｌ ｆａｉｌ ｆａｉｌ

当年是否建立伙伴关系
－ ０． ０５４８∗∗∗

（ － ２２． ７２２８）

友好城市数量
－ ０． ００４９∗∗∗

（ － ３． ２８９４）

领导人访问
－ ０． ０１０３∗∗∗

（ － ４． ２３１１）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常数
４． １７２５∗∗∗

（６４． ５７５８）
４． ２５４９∗∗∗

（３０． １１２６）
１． ０２６３∗∗∗

（７． ２００８）
ＧＢ ／ Ｔ２ 位数行业 是 是 是

企业所有权类型 是 是 是

企业贸易方式 是 是 是

是否为 ＯＥＣＤ 国家 是 是 是

年份 是 是 是

Ｎ ７１２０２２９ １４９１０２０ ９６６５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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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０ 代表当年没有建立伙伴关系， 取值为 １ 则代表当年建立伙伴关系， 该数据库引

用了 Ｓｕｎ ＆ Ｌｉｕ （２０１９） 的 “中国外交伙伴关系数据库”， 截止到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中国与 ７２ 个国家建立了 １０１ 对共 １６ 种类型的伙伴关系③。 第 （２） 列使用中国

与 “一带一路” 沿线国建立的友好城市数量代理核心解释变量 （杨连星 等，
２０１９）， 中国 “一带一路” 统计年鉴统计了 １９７３～２０１８ 中国与 “一带一路” 沿线国

建立的友好城市数量。 第 （３） 列根据我国外交部官网统计的 ２００３～２０１４ 年时任总

理温家宝的出访次数作为衡量双边政治关系的代理变量 （杨连星 等， ２０１９）。 三种

不同的双边政治关系的代理变量的估计系数均在 １％ 水平下显著为负， 说明双边政

治关系改善有助于降低企业 － ＨＳ８ 位数产品 －目的国出口风险， 延长出口持续时间，
进一步证明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三） 内生性问题及解决

尽管本文控制了多个变量， 但还是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 即可能存在同时影响

双边政治关系和企业出口持续时间的遗漏变量， 从而导致估计结果有偏。 本文采用

工具变量法来解决遗漏变量问题， 回归结果如表 １０ 所示。 第 （１） 列， 参考孙俊

成、 程凯 （２０２０） 以双边政治关系一期滞后项作为工具变量。 第 （２） 列， 参考孙

俊成、 程凯 （２０２０） 采用双边政治关系二期滞后项作为工具变量。 第 （３） 列， 借

鉴 Ｌｅｗｂｅｌ （２０１２） 提出的基于异方差构造工具变量的识别方法来解决内生性问题。
采用上述三种解决内生性问题的方法， 核心解释变量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为正， 即在

考虑了内生性问题后， 本文的基准回归结果仍然成立。

表 １０： 两阶段最小二乘法 （２ＳＬＳ） 估计结果

（１） （２） （３）

ｆａｉｌ ｆａｉｌ ｆａｉｌ

一期滞后项
０． ０５０１∗∗∗

（４． ０８８０）

二期滞后项
０． ０４９８∗∗∗

（４． ０５８３）

双边政治关系
０． ０７８４∗∗∗

（４０． ８５４１）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常数
２． ３９２２∗∗∗

（３６． ４２３８）
２． ４００５∗∗∗

（３６． ５２８６）
０． ８２７５∗∗∗

（３０８． ３１２１）

所有固定效应 是 是 否

Ｎ ６８２０２０１ ６６１９２４４ ７０２６２３１

（四） 异质性分析

１． 区分出口产品特征。
本文根据 Ｒａｕｃｈ （１９９９） 将产品分为差异化产品、 参考价格产品以及同质产品

进行异质性检验， 回归结果如表 １１ 第 （１） 列所示。 发现双边政治关系改善对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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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产品的促进作用最显著， 其次是参考价格产品， 对同质产品的作用不显著。 产品

的差异化程度越高， 其进入国际市场时具有更强的竞争力， 获取的利润更高。 双边

政治关系改善有助于差异化程度更高的企业 － 产品竞争力提升， 扩大利润留存和再

投入， 提高企业的抗风险能力， 因而这类企业 － 产品的生存时间更长。 张慧敏、 刘

洪钟 （２０２０） 也认为差异化程度越高的产品对政治距离越敏感。
２． 区分贸易方式。
按不同贸易方式将企业分为一般贸易企业和加工贸易企业， 回归结果如表 １１ 第

（２） 列所示。 双边政治关系改善对一般贸易企业和加工贸易企业均有显著的促进作

用， 但对一般贸易企业的作用更大。 一般贸易企业自主进行生产、 寻找销售对象、
开拓市场、 构建营销渠道、 规避各种贸易壁垒， 面临的不确定性和贸易成本更高。
因此改善双边政治关系能够通过降低企业贸易成本和面临的不确定性， 从而降低一

般贸易企业 － ＨＳ８ 位数产品 －目的国出口风险。
３． 区分企业所有权。
本文认为由于政府对不同所有权企业的参与程度不同， 因而不同企业所有权性

质有可能会对回归结果产生影响。 因此， 本文检验双边政治关系对不同所有权企业

（将企业分类为国有企业、 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 的出口持续时间的影响， 结果见

表 １１ 第 （３） 列。 双边政治关系改善对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的出口持续时间都有显

著的促进作用， 并对国有企业的促进作用更显著， 对外资企业虽为抑制作用但不

显著。
４． 区分 “一带一路” 共建国家。
本文将目的国划分为 “一带一路” 共建国家和非 “一带一路” 共建国家进行异

质性检验， 回归结果如表 １１ 第 （４） 列所示， 双边政治关系改善对 “一带一路” 共

建国家和非 “一带一路” 共建国家的企业 － ＨＳ８ 位数产品 － 目的国出口持续时间均

有显著促进作用， 但对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的促进作用更大。 这可能的原因是，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经济水平更落后， 政治环境更不稳定， 国内的社会治理水平

相对更差， 各种潜在的贸易壁垒可能更高， 因此双边政治关系改善对 “一带一路”
共建国能带来更大的促进效应。

５． 区分国家政治风险。
由于企业进入一国市场可能会面临政府失能、 政权变更、 腐败、 政策变化无常

等带来的风险。 因此， 本文采用国际国别风险评级指南机构 （ＩＣＲＧ） 将国家分为高

政治风险和低政治风险。 该数据包含政府稳定性、 社会经济条件和官僚机构质量等

１２ 个指标， 各指标分值加总得到各国的政治风险水平， 取值越大代表政治风险越

低， 然后按照均值将国家分为高政治风险和低政治风险， 回归结果如表 １１ 第 （５）
列所示。 双边政治关系改善对高政治风险国家的企业 － ＨＳ８ 位数产品 － 目的国出口

风险降低更为明显。 政治风险越高的国家越可能有更高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 国际

市场上的不确定性与企业出口成本越高， 因此双边政治关系改善所带来的作用越大。

８１

孙楚仁， 李媚媚， 陈　 瑾： 双边政治关系改善能延长企业出口产品持续时间吗



表 １１： 异质性分析

（１） （２） （３） （４） （５）

ｆａｉｌ ｆａｉｌ ｆａｉｌ ｆａｉｌ ｆａｉｌ

差异化产品∗双边政治关系
０． ０４５３∗∗∗

（３． ６８２７）

参考价格产品∗双边政治关系
０． ０２６７∗∗

（２． １３３１）

同质品∗双边政治关系
－ ０． ００２１

（ － ０． １２６３）

一般贸易∗双边政治关系
０． ０６４０∗∗∗

（４． ６６７６）

加工贸易∗双边政治关系
０． ０３９６∗∗

（２． １６２８）

国有企业∗双边政治关系
０． ２２０８∗∗∗

（７． ６３１８）

私营企业∗双边政治关系
０． ０６２０∗∗∗

（４． ５０８９）

外资企业∗双边政治关系
－ ０． ０２０７

（ － １． ４１４３）

“一带一路”国家∗双边政治关系
０． ０７４１∗∗∗

（６． １７４８）

非“一带一路”国家
∗双边政治关系

０． ０２５３∗∗

（２． １２１２）

高政治风险国∗双边政治关系
０． ０５２９∗∗∗

（４． ４３５３）

低政治风险国∗双边政治关系
０． ０３１８∗∗∗

（２． ６６８８）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常数
４． １８８９∗∗∗

（６１． ９５２２）
４． １７２６∗∗∗

（５６． ６７８６）
３． ９７３３∗∗∗

（５２． ６７１０）
４． ５００６∗∗∗

（６７． ０３２５）
４． ２２９４∗∗∗

（６３． ５６８９）

所有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Ｎ ６７００６８０ ５９２９４８４ ７００１０４２ ７００１０４２ ７００１０４２

七、 机制分析

有效降低国家之间的交易成本， 是贸易关系持续发展的十分重要因素。 Ｂöｈｍｅｌｔ
（２０１０） 和 Ｐｏｌｌｉｎｓ （１９８９） 认为， 良好的政治关系能降低企业的贸易成本。 陈勇兵

等 （２０１２） 指出， 贸易成本的变动会通过扩展边际影响贸易持续时间。 因此本文认

为双边政治关系的改善有利于降低企业的出口成本， 进而延长企业出口持续时间。
本文借鉴温忠麟 等 （２００４） 的中介效应检验方法对上述作用机制进行检验：

ｃｌｏｇｌｏｇ（１ － ｈ（ ｔ，Ｘ ｆｋｄｔ）） ＝ β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ｄｔ ＋ ηＸ ｆｋｄｔ ＋ γｔ ＋ μｆｋｄｔ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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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ｅｒｃｈａｎｉｓｍｄｔ ＝ β１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ｄｔ ＋ η１Ｘｄｔ ＋ γｔ ＋ μｄｔ （２）
ｃｌｏｇｌｏｇ（１ － ｈ（ ｔ，Ｘ ｆｋｄｔ）） ＝ β２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ｄｔ ＋ β３Ｍｅｒｃｈａｎｉｓｍｄｔ ＋ η２Ｘ ｆｋｄｔ ＋ γｔ ＋ μｆｋｄｔ （３）
其中 Ｍｅｒｃｈａｎｉｓｍｄｔ 为渠道变量， 它代表目的国与中国的双边贸易成本， 采用亚

太经社会与世界银行联合构建的贸易成本数据库 （ＥＳＣＡＰ －Ｗｏｒｌｄ Ｂａｎｋ Ｔｒａｄｅ Ｃｏｓｔ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中的 “双边贸易成本” 数据。 该数据库涵盖了 ２００ 个国家在 １９９５～２０１７
年间基于整体、 农林渔牧部门以及制造业部门三个层面的双边贸易成本。 全球贸易

成本数据库是依据 Ｊａｃｋｓ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１） 基于改进的引力模型的测度方法构建而成。 回

归结果如表 １２ 所示， β、 β１、 β２ 和 β３ 均显著为正， 这表明双边政治关系改善通过降

低双边贸易成本进而延长企业出口持续时间， 即假说 ２ 成立。

表 １２： 机制分析

（１） （２） （３）

ｆａｉｌ 双边贸易成本 ｆａｉｌ

双边政治关系
０． ０４２２∗∗∗

（３． ５５０２）
０． ３５９１∗∗∗

（４． ５６０２）
０． ０７３７∗∗∗

（６． ０５４４）

双边贸易成本
０． １８６８∗∗∗

（４３． ８６５７）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常数
４． ２１６５∗∗∗

（６３． ３７７８）
７． ９３２２∗∗∗

（３３． ０２２７）
２． ８４３５∗∗∗

（３８． １９６２）

ＧＢ ／ Ｔ２ 位数行业 是 否 是

企业所有权类型 是 否 是

企业贸易方式 是 否 是

是否为 ＯＥＣＤ 国家 是 是 是

年份 是 是 是

Ｎ ７００１０４２ １３２２ ６８５０４６７

八、 结论

本文基于 ２０００～２０１３ 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 中国海关进出口统计数据库与联

合国大会投票数据库的匹配数据， 使用生存分析方法考察了双边政治关系对企业 －
ＨＳ８ 位数产品 －目的国出口持续时间的影响。 研究发现， 双边政治关系改善有助于

降低企业出口风险， 进而延长企业出口持续时间。 使用不同估计方法的稳健性检验

结果表明基准估计结果是稳健的， 且这种影响存在产品类型、 企业所有权、 贸易方

式、 目的国异质性。 具体而言， 该影响对出口差异化产品的作用最大， 其次是参考

价格产品， 对同质产品的作用不显著； 对一般贸易企业的作用大于加工贸易企业；
对国有企业的作用最大， 其次是私营企业， 对外资企业的作用不显著； 对 “一带一

路” 共建国的作用大于非 “一带一路” 共建国； 对高政治风险国家的作用大于低政

治风险国家。 最后， 机制分析结果表明， 双边政治关系改善能够通过降低双边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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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进而延长企业 － ＨＳ８ 位数产品 －目的国出口持续时间。
本文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和现实意义。 第一， 本文论证了双边政治关系改善提

高企业出口竞争力的可能性， 评估了双边政治关系改善对企业出口持续时间的实际

促进作用。 这一结果意味着与其他国家保持良好的政治关系， 不仅对于创造良好和

谐的国际环境十分重要， 也能成为一国对外贸易竞争力的重要来源。 因此， 中国应

继续坚持贯彻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 积极与他国在保持互相尊重的基础上建立良

好的双边政治关系， 从而降低中国企业的出口贸易成本， 增强中国企业在不确定性

的出口环境中的生存能力。 此外， 中国还应继续积极利用联合国等多边组织与世界

各国充分接触， 构建广泛的利益共同体以支撑开放经济新体制， 形成以合作共赢为

共同理念的新型国际关系。
第二， 创造良好的双边政治环境， 积极利用外交为企业出口经营保驾护航。 本

文的结果意味着， 外交布局不仅与我国发展的国际政治环境密切相关， 也与企业国

际经营的成本和风险密切相关。 因此， 政府可以利用外交来创造与其他国家特别是

政治风险高、 政策变化激烈的国家的良好双边政治环境， 从而降低企业出口经营的

成本和风险。 当企业在出口贸易中遭遇目的国的政策壁垒、 政策刁难或者政策朝令

夕改的冲击时， 政府可以通过外交与目的国政府斡旋， 尽可能降低企业出口贸易的

成本和政策风险。 同时， 要特别重视不同类型企业、 不同贸易方式的差异， 重视国

有企业、 一般贸易企业更可能面临政治关系变化的影响， 从而在对外交往时能采取

措施缓解外交关系变动对国有企业和一般贸易企业造成的冲击。
第三， 积极稳妥塑造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国际发展理念话语权。 ２０１４ 年 “合作

共赢” 的理念和倡议的提出使得中国的国际话语权得到大幅度提升。 因此， 在今后

的发展进程中， 中国还应坚持能提高世界各国利益契合度的理念与倡议， 现有 “一
带一路”、 “人类命运共同体”、 “亚洲安全观” 以及 “世界梦” 理念受到了国际社

会认同， 要实现提升我国国际发展话语权， 中国应坚持 “合作共赢”， 让世界享受

中国的发展 “红利”， 强调中国各类倡议和行动方案的开放性和互惠性， 从而为中

国企业同其他国家企业的发展创造稳定和谐的内外部环境。
第四， 强化中国企业的风险防范意识， 提高企业应对风险的能力。 一方面， 国

际政治、 经济与社会环境复杂多变， 中国企业进行出口贸易面临着不确定性风险。
因此， 进行对外贸易的企业应注意加强自身风险防范意识， 积极收集与研判国际市

场相关动态信息的变化， 时刻做好风险分析与风险预警。 另一方面， 企业应熟悉中

国与其他国家的政治关系发展的历史、 现状和未来发展趋势， 预判企业在出口中可

能遇到的因政治关系带来的出口成本和风险， 在出口贸易中积极跟随国家外交布局

和坚持国家的外交原则， 利用国家外交关系发展带来的政策红利， 降低出口风险和

成本， 提高在出口中的生存能力。
（通讯作者 陈瑾电子邮箱： ｃｈｅｎｊｉｎｇｄｕｆｓ＠ １６３． ｃｏ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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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 邵军（２０１１）指出中国的中位与均值贸易持续时间仅分别为 ２ 年和 ２． ８４ 年，陈勇兵 等（２０１２）同时指出，中国

企业的出口持续时间的中位数与均值分别为 ３ 年和 ２ 年，均表明中国的出口持续时间较为短暂。 这种在国际

市场上短生存期的企业贸易行为，无疑给企业带来了巨大的机会成本，不利于出口平稳增长。

② 其中有可能导致国家建立和改善政治关系的因素包括人口、ＧＤＰ、劳动总人数、劳动参与率、制度质量、城镇人

口占比、汇率、国家固定效应以及年份固定效应等，其中制度质量采用全球治理指标来衡量，包括话语权与问

责制、政治稳定性等 ６ 个维度。

③ 由于文章篇幅限制，未详细介绍该数据库，具体可参见 Ｓｕｎ ＆ Ｌｉｕ（２０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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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Ｓ８－ｄｉｇｉｔ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ｄｅｓｔｉｎａｔｉｏｎ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ｗｈｉｃｈ ｃａｎ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ｓｏｍｅ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ｆｏｒ
Ｃｈｉｎａ' ｓ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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